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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梁陈方案”原点考论
——以1949年5月8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为中心

A	Historical	Study	of	the	Origin	of	the	Liang-Chen	Plan:	Centered	on	
the	Symposium	on	Urban	Planning	in	Beiping	on	May	8,	1949

李浩    LI	Hao

摘要：以1949 年 5月8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为中心，讨论了1949—1950 年间梁思成关于北京首都行政区建设

规划思想的渊源及流变。1949 年 5月8日座谈会是“梁陈方案”规划思想的一个重要原点，从这次座谈会到1950 年

2月“梁陈方案”的正式提出，梁思成一直坚持在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的规划主张，但其规划思想和意图则发生了重

要的变化。考察这一历史过程可以认识到，“梁陈方案”并非一份单纯的技术性文件，而是有着相当复杂的多重意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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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：Centered on the Symposium on urban planning in Beiping on May 8，1949，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
origin and evolution of LIANG Ssu-cheng‘s thought on the construction planning of Beijing capital administrative 
region from 1949 to 1950. The Symposium on May 8，1949 is an important origin of the planning thought of the 
Liang-Chen Plan. From this symposium to the formal proposal of the Liang-Chen Plan in February 1950，LIANG 
Ssu-cheng has been adhering to the planning idea of building the capit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the western sub-
urbs，but his planning thought and intention have undergone important changes. Reviewing this historical pro-
cess，we can realize that the Liang-Chen Plan is not a simple technical document，but has quite complex multiple 
implication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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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一种学术思想的提出或学术成果的诞

生，往往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乃至特殊的历史因

缘。对有关学者学术思想或成果的全面认识和科

学评价，不仅应当关注于其学术思想和成果所具

有的科学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，还应当对作者的

研究工作进展、学术创作动机和当时所处的学术

环境等有相对清晰的认识与了解，唯有如此才能

进入真实的历史境域。城市规划史上著名的“梁

陈方案”同样如此。1950 年 2 月，梁思成和陈

占祥联名提出《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

置的建议》（以下以《梁陈建议》代称），主张在

北京西郊建设一个专门的首都行政区（所提规划

方案被称为“梁陈方案”），这一规划设想对于古

都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显然是十分有利的，

但实际上却并未能获得政府方面的完全采纳。长

期以来，关于“梁陈方案”的话题已经在学术界

和社会各方面引发了热烈的讨论，但直到今天为

止，仍是一个存在巨大分歧的争议问题，尚待学

术研究作更深一步的探索。众所周知，1949 年

援华的苏联专家曾经建议在北京城内天安门广场

和长安街一带规划建设首都行政机关，这是与“梁

陈方案”截然不同的一个规划思路。由此，大量

研究和讨论中将“梁陈方案”归结为梁思成、陈

占祥与苏联专家建议相抗衡的产物 [1]。那么，真

实的历史情境是否如此？“梁陈方案”的规划思

路是否是在苏联专家到达北京以后才被提出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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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思成和陈占祥实际的规划动机和隐含的

思想意图又何在？从城市规划史研究的视

角分析，这些疑问与 1949 年 5 月 8 日的

一次都市计划座谈会（以下简称“5.8 座

谈会”）有着重要的关联，关于“梁陈方

案”的既有研究对这次座谈会已经有所提

及 [2]，但尚未进行过深入的讨论。本文就

此作一专门探讨，期望对“梁陈方案”事

件的进一步认识有所贡献。

一、“5.8 座谈会”概况

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（1949 年 9 月

改称“北京”）和平解放，毛泽东于 3 月 5

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了“定都北

平”的意向 [3]，中共中央驻地于 3 月底从

河北西柏坡迁至北平西郊的香山一带。与

此同时，中国共产党接管北平市政府，对

原北平市政府工务局进行改组后于 4 月 1

日成立了北平市建设局，这就是新中国首

都建设最早的规划主管部门，曹言行和赵

鹏飞分别任局长和副局长 [4]。

从北平市建设局筹建伊始，首都规划

便是其一项重要工作。1949 年 3 月，针对

《人民日报》社要求在东单广场的空地盖

报社办公用房等事宜，曹言行邀请专家学

者座谈并征求意见，到会的有前北平特别

市政府工务局长华南圭、著名建筑学家梁

思成、林徽因，北平著名建筑师钟森，以

及筹建中的北平市建设局的一些技术人员

和行政干部。经讨论，参会者一致认为东

单广场应辟为公园绿地而不能随便占用。

“当时迫切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即将成立，

需要大批用房，现有空地不能随便乱用，

这便需要研究，需要规划”[5]。根据参加

本次座谈会的张汝良（时为筹建中的北平

市建设局的工作人员）回忆，“会上曹言

行局长提出即将成立的联合政府 [ 即（日

后的）中央人民政府 ] 所在地问题，梁思

成就提出应在西郊与中共中央在一起”[6]。

这是最早有关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区在西郊

建设动议的记录。

在北平市建设局成立的同时，“中共

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”（简称“中直

修建办事处”）也获成立。其主要责任是

为中央机关修缮新接管的旧房屋和筹建新

的办公楼，其中一项重要设计任务是为中

央首长在西郊万寿路附近修建“新六所”[7]

工程。据当事人回忆，“当时北平的都市

规划曾有建都北平、中央党政军中心安排

在靠近旧城西郊的设想，公主坟以西为新

市区”[8]。为了建设新市区，中直修建办

事处特别成立了新市区工程处，“开始时

新市区工程处受北平市建设局和中直修办

处双重领导。建设局曹言行局长每星期二、

四、六来处办公”[9]。

北平市建设局和中直修建办事处正

式成立后，北平市建设局于 1949 年 5 月

8 日组织召开了一次正式的都市计划座谈

会，即本文介绍的“5.8 座谈会”。为使会

议主题明确，讨论聚焦，交流深入，市建

设局事先准备了四个议题：（一）如何把

北平变成生产城问题；（二）西郊新市区

建设问题；（三）城门交通问题；（四）城

区分区制问题 [10]。目前，北京市档案馆保

存有这次会议与会专家围绕四个议题发言

情况的完整记录（图 1），为后人深入考察

首都规划研究的早期情况提供了可能。

档案表明，“5.8 座谈会”会期为 1 天，

分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，参会者包括特邀

专家学者、中央和北平市有关领导以及北

平市建设局有关人员等 3 类共 35 人。就

专家学者而言，其中有不少为当时的社会

名流，如曾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

的雕塑专家滑田友、曾主笔开国大典天安

门城楼毛主席油画像的美术家周令钊、近

代曾任伪华北建设总署都市局局长的市政

工程专家林是镇、曾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

和北平特别市工务局局长的工程界专家华

南圭，清华大学梁思成、王明之、刘致平

和北京大学朱兆雪、钟森、高公润以及国

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冯法禩等教授，专业

领域涵盖艺术设计、建筑学、市政工程、

都市计划等多个方面。

图1：1949年5月8日都市计划座谈会档案（座谈会讨论题目，首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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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梁思成关于北京西郊首都行政

区规划构想的早期呈现

会议记录表明，在“5.8 座谈会”上，

先后有 80 多人次发言，其中最早发言的

专家是华南圭和梁思成，两人因参加过 3

月份的座谈会而对会议意图和有关情况较

为了解。华南圭重点谈了对北平市发展生

产的看法，并结合所携带的两张近代北平

规划图，阐述了对北平西郊新市区规划的

意见。梁思成紧随其后，针对建设局事先

准备的四个议题，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的

有关看法和意见。据统计，梁思成在这次

座谈会上共 18 次发言，谈话记录约 4000

字，是这次座谈会上发言次数和内容都最

多的专家（图 2），可称之为 5 月 8 日座谈

会真正的“主角”。

从城市规划史研究的角度，最值得

关注的当属梁思成在这次座谈会上关于

西郊“新北京计划”早期设想的阐述。

这些阐述特别体现在他首次发言内容之

中（18 次发言中的第一次发言，详见

文后附件）。对于北平西郊新市区，梁

思成在发言中提出应当“首先讨论性

质”“先确定西郊新市区的用途”，并明

确主张“将来性质应为行政中心，联合

政府所在地”“应定为首都行政区”“以

行政区为中心，附带住宅区及小商业

区”[11]。可见，关于“首都行政区”规

划是梁思成此次座谈会发言所阐述的核

心规划设想。

不仅如此，在这次发言中，梁思成还

详细阐述了首都行政区规划的具体方法：

“应先将行政区划出，住宅区围绕行政区

（定所有居民为行政公务员）”“分区的原

则应该分为邻里单位（或叫它一区一保也

可以），每一个邻里单位自成一个自给自

足的小集团”“本区除维持本区内水电交

通所需的修理工业外，不应有任何其他工

厂设立”“每个邻里单位应有充分的小公

园，及儿童游戏场，供本单位成人和儿童

游憩之用”“每一邻里单位，应有林荫大

道隔离”“要将整个区四周用麓田或公园

包围”[12] 等。

为了有效支撑首都行政区的运转，梁

思成指出“要建立一个合理的道路系统”，

并强调要避免过境交通的不利影响：“凡

由北平向西或向西南走的主要公路，如上

西山八大处，石景山门头沟的公路或是往

来丰台、良乡的公路，均不应穿过本区”。

他还主张采用“环形 + 放射”型的道路网

结构：“区内的交通网应以行政区为中心，

在相当距离建造几条平行的环形道路，以

避免由区的一极端到另一极端的车辆穿过

市中心。这几条环形马路之间，应该有中

心放射出来的次要干路” [13]。“此外，在交

通适当场所，应设立中学、图书馆等。当

视整个计划而定”[14]。

对于上述规划设想的优点，梁思成总

结为四个方面：可以使邻里居民熟识，提

高群众的社会性；可以使住宅区取得居住

上最高的效果；可以使每一个居民得到正

当而健康的娱乐游息；可以免除车辆的拥

挤、交通窒塞的毛病，保障坐车人和行路

人的安全 [15]。

除了西郊新市区这一中心议题之外，

梁思成在发言中还附带阐述了对于北平老

城的分区问题及城门交通问题的意见，主

张“现在市政府与中海的一部 [ 分 ] 为行

政区”[16]。北平解放初期，北平市人民政

府的驻地即在中南海，梁思成的建议是将

中南海地区也规划为行政区。就行政区的

层次或级别而言，梁思成对西郊新市区

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：“应定为首都行政

区”“联合政府所在地”。而对中南海的行

政区，他并未进一步阐述，观点相对较为

笼统。

仅就上述内容而言（这次座谈会上梁

思成还有多次发言），梁思成关于北平西

郊新市区建设的规划设想已经颇为全面。

在发言中梁思成还谈到，“关于新市区问

题：清华建筑系曾费多时讨论，我们研讨

得一结论……”，这表明他的有关规划设

想是一种相当确定的结论性意见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将北平西郊作为首都

行政区的规划设想，正是日后梁思成和陈

占祥于 1950 年 2 月联名提出《梁陈建议》

的中心思想，正如该建议书在开篇以醒目

的大字体所阐明的：“建议展拓城外西面

郊区公主坟以东、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，

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

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，定为首都的行政中

心区域” [17]（图 3）。

由上可见，梁思成关于首都行政区规

划最基本的思想观念，即“梁陈方案”最

核心的主旨要义，早在 1949 年 5 月初即

已形成，且已经颇为全面、深入和系统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“5.8 座谈会”堪称梁思

成关于北京西郊首都行政区规划设想的最

早呈现，是“梁陈方案”规划思想的原点。
图2：1949年5月8日都市计划座谈会发言情况统计

注：左轴表示讲话字数，右轴表示发言次数。当时参会的部分人员未发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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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梁思成规划构想的渊源：对日

本侵略者所拟北京西郊新街市规划

的批判与继承

梁思成关于北京西郊首都行政区建设

的规划构想缘何被提出？其规划思想的渊

源何在？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“5.8 座谈

会”的档案记录之中。

梁思成在这次座谈会上第一次发言的

开头部分就说：“关于新市区问题：……

首先讨论性质。日本人是为移民而设，至

日本投降粗具规模。我以为将来性质应为

行政中心，联合政府所在地，或最少是市

政府所在地，否则将毫无价值；因若单作

商业，将无人去。以行政区为中心，附

带住宅区及小商业区”[18]。紧接着，梁思

成从交通和土地使用分配两个方面提出了

“原计划的缺点”，前者包括街道没有把车

流的性质分出来、交叉路口太多、道路面

积太大和铁路分割市区等，后者主要是无

显明的地域分区、住宅被店铺包围、各种

公共建筑物缺乏且分配不当、空地面积太

少、街坊面积太小和环形铁路妨碍将来发

展等，正是在这些批判性内容的基础上，

梁思成才提出了对西郊新市区规划的若干

建议：“所以我们有一些建议：①先确定

西郊新市区的用途。②原有计划差不多全

建筑设施，疏散城区人口，新市区结构应

包括五种功能：即（一）行政；（二）居住；

（三）商业；（四）工业（轻工业或手工业）；

（五）游憩，使成为能自主之近郊市。

关于新市区建设问题，计可分为左列 [20]

八项 ：1. 结构单位 ；2. 房屋建筑密度 ；3. 交

通工具——与旧城区之联络（电车、公共

汽车、火车问题）；4. 行政中心地点（自复

兴大街北展）；5. 污水排泄及处理（向东南

汇流入护城河）；6. 道路系统（完成数个中

心后考虑改用放射式道路联系）；7. 建筑式

样及高度 ；8. 建筑器材之大量生产。

在“5.8 座谈会”上，包括梁思成在

内等各位专家的发言，都是围绕上述内容

而展开的。其实，上述文字主要摘录自民

国期间的一份规划文献，即由北平市工务

局于 1947 年 8 月编印的《北平市都市计

划设计资料第一集》。“5.8 座谈会”议题

中的一些关键数据，如西郊新市区“已成

建筑五百八十一幢，土路六七六五○公

尺”、“敷设水管二万余公尺”等，实际上

是北平市工务局 1946 年春调查所得统计

数据，并非 1949 年初的现状情况。

1937 年 7 月 7 日“卢沟桥事变”后，

日本侵略者占领北京，并于 1938 年底制

订出《北京都市计划大纲》。该规划的重

点是在北京城外的西郊和东郊建设两个新

街市，其中又以西郊新街市为重点（图 4），

目的主要在于“尽量避免日本人与中国人

混合居住以避免摩擦”，当时“人数激增

的日本人，继续挤进中国人的居住区域，

产生复杂之摩擦，状况不好到令人担忧的

地步”[21]，因而《北京都市计划大纲》实

质上完全是为日本侵略者服务，具有鲜明

的侵略性质。

在“5.8 座谈会”的发言中，梁思成

尖锐地批评日本人主导的北京西郊新街市

规划“差不多全无是处，应该全部详细计

划”。梁思成的这一发言，代表了中国专

家对日本人都市计划成果其侵略实质的洞

察及清醒认识，并包含着中国人对日本侵

略者的仇恨情绪。“5.8 座谈会”其他一

些与会专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，如率先

发言的华南圭也明确指出：“我认为那个

无是处，应该全部详细计划。③应定为首

都行政区……”[19]。

这些话清楚地表明，梁思成关于北平

西郊新市区规划的构想，其实是基于对一

个由日本人所主导的“原计划”进行批判

而展开的，两者呈现出一种“破旧立新”

的源脉关系。那么，梁思成又为何会对日

本人的“原计划”进行批判呢？这其实是

由北平市建设局为“5.8 座谈会”准备的

议题材料之一“西郊新市区建设问题”引

发的，该部分议题的内容如下：

二、西郊新市区建设问题

新市区系指一九三九年间日伪时代建

设之西郊新街市，位置在复兴门外，距城

约四公里，第一期计划面积为一四·七○

平方公里，约合二二○○○市亩。经日伪

征收民地，经营数年，雏形粗具，已成建

筑五百八十一幢，土路六七六五○公尺，

沥青混凝土路七一三○公尺，沥青石渣路

五一七○公尺，水泥灌浆路二五○公尺，

碎石及卵石铺装路一○六○○公尺，净水

场三处，敷设水管二万余公尺，下水道污

水管敷设一万四千公尺，并有医院、苗圃、

公园、运动场等设备。

一九四五年 [ 抗战 ] 胜利后，成立西

郊新市区工程处，藉谋发展新市区业务。

嗣经旧市政府将新市区内之业务分交各局

执掌。土地业务归地政局接办，自来水二

厂归自来水管理处（即现在的自来水公司）

接办，房产地租归财政局接办，工务建设

仍由工务局办理。惟土地因有发还与不发

还原业主之争执，房屋因有伪北平行辕及

伪华北总部统制分配，故土地及房屋问题，

迄未得合理解决。

北平解放后，因事实上之需要，西郊

新市区原有房屋，必须加以修理。新建房

屋亦正在规划中。惟此种部分的建筑工程，

应与全部建设计划配合，故新市区建设方

针须从速规定。按北平城区已发展至相当

成熟阶段，人口密度最大已至每公顷四六

○人，建筑面积最大已占房基地百分之

六十以上。欲维持公共安宁，确保公共福利，

将来发展应趋重于建设近郊市或卫星市。

故建设西郊新市区实有必要，可利用已有

图3：《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》正

文首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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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太不完善，太守旧”[22]。

进一步分析，上文所谈及梁思成从“交

通”和“土地使用分区”两个方面对日本

人所拟北京西郊新街市规划的批判，其实

主要限于规划技术层面，而并非一些较为

重大的原则性问题。例如，梁思成批评“路

的总面积占 44% 强。现欧美普通占 33%，

仍嫌多”，考察日本城市规划史可以了解，

路网间距过小、交叉路口过多和道路面积

比重过大等是其规划工作的一种普遍特点

或习惯，尚谈不上实质性缺陷。就“土地

使用分区”而言，梁思成在发言中所讲“土

地使用分配不当，无显明的地域分区”针

对的主要是西郊新市区的范围，这样一种

地域划分的主张与城市总体规划层面的功

能分区概念并不相同，更确切地说是一种

详细规划层面的用地布局安排或片区规划

设计，而这类详细规划设计则存在着多方

案选择的灵活性。

与交通和土地使用分区相比，一个相

当重大的原则性问题是西郊首都行政区的

具体位置。从梁思成的发言来看，他对之

前由日本人选择的西郊新街市的建设地点

并无异议。主张避开原有日本人据点，将

西郊新市区的位置从公主坟以西移到公主

坟以东最早的倡议者，是此后于 1949 年

10月底来到北平与梁思成合作的陈占祥 [23]。

四、从“5.8 座谈会”到 1950 年 2 月 

《梁陈建议》：梁思成规划思想的发

展和演化脉络

关于“5.8 座谈会”，除了以上所述之

外，还有另一项值得特别关注的内容。众

所周知，1950 年 2 月提出的“梁陈方案”

具有鲜明的保护北京老城历史文化的思

想，梁思成和陈占祥在建议书中明确指出：

“北京旧城区是保留着中国古代规制，具

有都市计划传统的完整艺术实物……为北

京文物的单面着想，它的环境布局极为可

贵，不应该稍受伤毁。现在事实上已是博

物院、公园、庆典中心，更不该把它改变

成为繁杂密集的外国街型的区域。静穆庄

严的文物风景，不应被重要的忙碌的工作

机关所围绕，被各种川流不息的车辆所侵

扰，是很明显的道理。大众人民能见及这

点的很普遍。”[24]

反观“5.8 座谈会”发言，关于在北

京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的规划设想，梁思

成的着眼点主要不是古城保护而是新市

区发展的前途。他说：“将来（新市区的）

性质应为行政中心，联合政府所在地，或

最少是市政府所在地，否则将毫无价值；

因若单作商业，将无人去。以行政区为中

心，附带住宅区及小商业区”。这一思路，

实际上也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几度广

为流行的以行政机构搬迁（或建设）来带

动新区发展的一种城市开发模式。换言之，

依据原始谈话记录内容分析，在“5.8 座

谈会”上，梁思成的规划动机，既非保护

北京老城，也非解决首都行政机关办公这

一日后才愈加凸显的难题。

在临近 1949 年 5 月 8 日的时刻，支撑

梁思成形成在北平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这

一规划构想的大致有四个因素：1. 当时的

西郊新市区已经经历 10 余年规划建设经营

所形成的令人瞩目的基础条件；2. 抗战胜

利后国民政府曾经考虑将其作为首都建设

备选地的历史因缘 [25] ；3. 中共中央领导机

关自 1949 年 3 月底起在北平西郊驻地并修

建“新六所”等办公用房的明确信号；4. 西

郊地区的用地和房屋多为从国民党政府接

管的“逆产”而便利于拆迁或利用。出于

这些条件或考量，在西郊规划建设首都行

政区，自然是顺理成章。这个规划思路在

“5.8 座谈会”上提出后，实际上也得到了

与会领导的明确回应。北平市建设局曹言

行局长指出：“梁先生提出新市区的用途，

现在我可以报告一下，将来新市区预备中

共中央在那里，市行政区还是放在城内”；

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北平市人民政府市长叶

剑英强调：“今天集中讨论一下西郊建设问

题，免得老在北平城里挤”；北平市人民政

府办公厅主任薛子正则呼吁：“各位把新北

平计划一下，以日本人的计划为示范，建

设东郊西郊新北平……近一两年来西郊新

北平荒废，希望提前一步建设起来……”[26]

由此可见，尽管在 1949 年的“5.8 座

谈会”上和 1950 年 2 月的《梁陈建议》中，

梁思成都在坚持在北京西郊建设一个专门

的首都行政区的规划设想和方案，但是，

在两个时间节点上，北京西郊首都行政区

规划设想所承载的思想、意图和规划目的

截然不同：前者着眼于新市区发展的前途，

后者强调对于古城的保护。我们因此可以

观察到梁思成规划思想背后一个发展和演

化的脉络。对这个演化脉络进一步考察，

则需要对梁思成的规划工作背景和过程有

所了解。

图4：北京都市计划（画）一般图（1939年）



090 建筑历史与理论    Research on Architectural History and Theory

“5.8 座谈会”上，钟森等有关专家提议成立

首都规划机构——“都市计划委员会”。此议得

到普遍赞同。会后经过筹备，北平市都市计划委

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北平都委会”）于 1949 年 5 月

22 日正式成立。成立大会的决议之一是“正式授

权梁思成先生及清华建筑系师生起草西郊新市区

设计”[27]。这一决议在次日的《人民日报》公布 [28]。

随后，梁思成团队正式启动北平西郊新市区规划

工作，并陆续完成了一些阶段性研究成果。1949

年 9 月 1 日，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召开第一次

委员大会，据香港《大公报》报道，会上“梁思

成教授报告西郊新市区计划称：两个多月来，已

完成的计划有：（一）大北平道路系统，（二）新

市区道路计划，（三）天安门广场，（四）东单广场，

（五）西直门道路系统，（六）新市区邻里单位设计， 

（七）西郊大礼堂，（八）西郊将来行政中枢设计，

（九）西郊区行政中心计画，（十）西郊广场，（十一）

西郊托儿所，（十二）邻里单位中卫生站设计等

十余幅，并把这些草图悬挂在会场上，供大家参

考和提出意见”[29]（图 5）。

然而，这次阶段性汇报和讨论之后，梁思成

主持的西郊新市区规划工作却出现了重大的变

数。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始之后，

中央领导需频繁往返于驻地所在的香山和会场所

在的城区，交通、通信、供应和安全各方面均感

不便。后主要从安全角度考虑，在周恩来等的反

复劝说下，经党中央召开会议集体研究和决策，

毛泽东主席于 1949 年 9 月 9 日搬进了中南海 [30]。

随着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入驻中南海，之前关

于在北平西郊建设中央行政机关的设想，包括“新

六所”建设等在内，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。自

1949 年 9 月份起，在中央和北京市的各类文件及

有关领导的讲话中，几乎再未出现过在西郊地区

建设中共中央机关的提议或工作部署。

另一方面，随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工

作推进，在宋庆龄于 8 月 28 日到达北平以及周

恩来、朱德和聂荣臻等于 8 月底在南苑观看飞机

表演后，在 9 月 20 日召开的筹备会常委会第八

次会议上，才最终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日期定

在了 10 月 1 日，当时距举行开国大典只有 10 天

时间 [31]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宣告成立之际，各

类首都行政机关的设置、人员组织及办公场所的

必要安排等，自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。在当

时时间十分紧迫的情况下，各个首都行政机关的

布局主要采取了在北京城区内利用现有房屋和设

施的应急方式。

这一变化使得之前关于在北平西郊建设首都

行政区这一较为从容的规划设想遭到釜底抽薪，

失去其必要性。梁思成为此焦虑不安，并在 1949

年 9 月 19 日致北平市市长聂荣臻的信中表露无

遗 [32]。毋庸置疑，为数庞大的首都行政机关在北

平城区见缝插针、安营扎寨，并按需改建扩张，

是 1949 年 9 月前后北平古城文化遗产面临的最

大威胁。作为一名古建筑专家，梁思成对北平古

城及建筑风貌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，从他的角度

出发，当然不希望由于各类行政机关的驻扎而对

北平古城的风貌产生破坏。而避免这一悲剧的发

生，在城市规划方面所可能采取的一项应对措施，

正是在西郊规划建设一个专门的首都行政区，亦

即梁思成在“5.8 座谈会”上曾经提出的设想。

这一点，正是梁思成在 1949 年 9 月首都规划形

势发生重大变化以后，依然坚持和固守先前设想

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然而，由此也反映出 1949 年 9 月以后梁思

成继续呼吁在北京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所面临的

一个巨大障碍——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前

后首都各类行政机关已经在北京老城内安顿，它

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一个现状条件。1949

年 9 月 16 日苏联市政专家团抵达北平，11 月

14 日举行专家 М·Г·巴兰尼克夫（Михаил 

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аранников）的专题报告会。会上曾

展示一张“中央各部委分布现状图”（图 6），反

映的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类首都机关在北京老

城布局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。时隔 3 个月之后，

1950 年 2 月提出的《梁陈建议》仍坚持在北京西

郊建设首都行政区，显然是要用科学理性的城市

图5：香港《大公报》1949年9月15日刊发的关于北平西郊新市

区计划进展的消息

注：李百浩教授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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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来改变这种城市发展现状。

反观《梁陈建议》，其中反复强调科

学规划的思想观念：“简单地说，今日所

谓计划，就是客观而科学的，慎（缜）密

地而不是急躁地，在北京地面上安排这许

多区域。使它本身地位合理，同别的关系

也合理，且在进行建设时不背弃旧的基础。

西郊是经过这样的考虑而被认为能满足客

观条件的”；“在一个现代城市中，纠正建

筑上的错误与区域分配上的错误，都是耗

费而极端困难的。计划时必须预先见到一

切的利弊，估计得愈科学，愈客观，愈能

解决问题，愈不至为将来增加不可解决的

难题，犯了时代主观的错误” [33]。在城市

规划的客观条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

下，设想以新的城市规划方案去改变城市

发展现状，其难度可以想象。也正是基于

这样的背景，为了说服有关领导，《梁陈

建议》将其规划思想及分析论证的焦点特

别转向了对北京老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

和对首都行政机关房屋安排的考虑，前者

有助于占领文化和道德的制高点，后者则

显示出对于现实的关怀。

五、总结和讨论：对“梁陈方案”

事件的启示

综上所述，“5.8 座谈会”是“梁陈方案”

规划思想的重要原点。梁思成关于在北京

西郊建设一个首都行政区的规划设想，即

“梁陈方案”最核心的要义，早在“5.8 座

谈会”上的发言中已经有相当明确而系统

的阐述。1949 年 5 月 8 日这个时间，既

早于首批苏联专家团到达北平（1949 年 9

月 16 日），更早于陈占祥首次来到北京并

第一次与梁思成和林徽因见面（1949 年

10 月底）。所以可以说“梁陈方案”最核

心的建议内容与苏联专家无关。

然而在 1949 年 9 月时，中共中央机

关从西郊迁入北京老城区这一决定使得原

有在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的规划设想面临

流产危险，而开国大典前之后大批中央行

政机关急于寻找办公地址而在城区四处占

地，又使北平古都风貌和优美秩序面临破

坏威胁，这些情况都使对北平城和古建筑

无限热爱的梁思成感到无比焦虑。正是在

这样一种现实背景和这样一种心境之下，

梁思成与陈占祥一道，在 1949 年 11 月

14 日召开的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报告会

上，针对首都行政机关位置问题发表了明

确的反对意见，后来又进一步正式提出了

书面的《梁陈建议》。

考察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可以发现，面

对当时社会形势的纷繁变化，梁思成关于

在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的学术主张并没有

因之而产生动摇。他和陈占祥的确与苏联

专家持有不同见解，但这样的不同见解却

又并非产生自与苏联专家的争论，而只是

在坚持梁思成本人早已有之的学术主张。

可以讲，梁、陈对苏联专家的意见，更准

确地说并不在学术方面——梁、陈只是

将他们当时对社会各方面的一些意见和担

忧，通过一种看似学术的方式表达了出来。

而进行这样一个表达所依托的媒介，即苏

联专家。换言之，对于“梁陈方案”这一

事件而言，苏联专家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扮

演了有关技术责任的承担者的角色。

1949 年来华的苏联专家团的使命是对

图6：中央各部委分布现状图（1949年11月）

注：原图图幅较大（字体相对较小），为便于阅读，特将图中主要文字重新录入。

图中编号：1.政治法律委员会，2.教育部，3.新闻总部，4.人民监察委员会，5.邮电部，6.内务部，7.政务院，8.中

央人民政府委员会，9.最高人民法院，10.最高人民检察署，11.轻工业部，12.司法部，13.法制委员会，14.人民银

行，15.公交部，16.水利部，17.财政部，18.燃料工业部，19.重工业部，20.纺织工业部，21.贸易部，22.海关总部，

23.农业部，24.出版总署，25.食品工业部，26.外交部，27.铁道部，28.科学院，29.林垦部，30.财政经济委员会，

31.文化教育委员会，32.文化部，33.情报总署，34.民族事务委员会，35.交通部，36.华侨事务委员会，37.卫生部，

38.劳动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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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建设提供技术援助，但出于使新中国

首都能够有更长远发展的考虑，基于莫斯

科规划建设的实践经验而对北京的城市规

划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，这些建议也是出

于善意。从首都规划史的角度看，苏联专

家的建议对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工作也产

生了一些积极影响。但是，长期以来，在

我们的社会舆论乃至学术语境中，却把苏

联专家放到了中国专家的对立面，甚至采

用“遭遇强劲对手”“与苏联专家的较量”[34]

等充满敌意乃至蔑视态度的煽情语言，这

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形。

我们不禁要追问的是，对于“梁陈方

案”这一事件而言，1949 年来华的苏联专

家为什么会扮演了有关技术责任的承担者

的角色？笔者认为，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

以认识。

首先，在苏联市政专家团抵京之前，

梁思成团队已经获明确授权而承担“新北

京计划”这一委托规划任务，并取得了一

些阶段性成果，而苏联专家在技术援助过

程中，逐渐对北京城市规划问题也提出一

些建议，这一具有“规划咨询”性质的技

术援助工作，与梁思成团队的规划委托任

务形成一种相当微妙的竞争关系，梁思成

团队对此能否心平气和地接受呢？

其次，需要注意到当时的时代背景。

尽管中苏两国在 1950 年代曾经历了相当

长的一段“蜜月期”，但在 1949 年这个特

殊年份时，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并未达到

亲密无间的程度。更直接地说，当时的中

国民众，对于苏联专家并非完全信任。据

中共北京市委 1949 年 12 月 3 日向中共中

央和华北局的报告，“在两个多月工作中，

干部与苏联专家间关系很好，绝大多数都

是以老实虚心的态度，告给他们各种情况，

并共同商定了工作计划”，“只有一小部分

旧技术专家和他们不很融洽”，“有些技术

人员在思想上存在着敌对态度，企图以苏

联专家不了解中国国情来对付专家的建

议”[35]。报告中指出：“开始时，我们为

了把关系搞好，曾于九月十九日召集干部

会，由彭真同志反复说明了中苏两国人民

的关系，强调说明一切干部与苏联专家要

采取老实的学习的合作的态度”[36]。之所

以如此，也正反映出当时中方部分人员对

苏联专家有所抵触的实际思想状况。

再者，1949 年苏联专家团对北京城市

规划问题发表意见，是苏联城市规划理论

向中国的首次输入，当时中国多数的知识

分子，包括建筑和规划界的专家学者乃至

政府系统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对于苏联城市

规划理论与实践情况难免缺乏了解。在未

能开展较充分的沟通、交流和研讨之前，

对于苏联城市规划建设的一些做法，也必

然难以理解、难以认同。比如，在 1949

年 11 月 14 日的报告会上，苏联专家巴兰

尼克夫曾按照基本人口、服务人口和被抚

养人口分类——即“劳动平衡法”——来

分析和预测北京未来人口发展，这一技术

性色彩颇重的规划分析方法，依苏联专家

来讲似乎早已习以为常，但对于当时参会

的中国同志而言，恐怕只能是一头雾水，

不知所云。

正是由于苏联规划理论的首次引入，

也为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提供了大胆质疑及

自由讨论的可能。梁思成、林徽因和陈占

祥于 1950 年 2 月合著一篇针对苏联专家

巴兰尼克夫建议的评论，其中谈道：“现

时我们的参考书大部是英美出版的，但关

于近三十年来的都市计划的趋向及技术是

包括世界所有国家的资料的——苏联的建

设情形也在内”，“有许多苏联的计划原则

也是欧美所提倡，却因为资本主义的制度，

所以不能够彻底实现，所以他们只能部分

地，小规模地尝试”，“现时中国优秀的建

筑师们大多是由英文的书籍里得到世界各

种现代建筑技术的智慧。他们都了解自己

新民主主义趋向社会主义的主场，且对自

己的民族文化有很深的认识。他们在建设

时采用的技术方面都是以批判的态度估价

他们所曾学过外国的一切”[37]。这是一种

相当微妙的立场和态度。更直接地说，梁

思成等对当时国家所倡导的学习苏联规划

理论表示赞同，但是，却并非“唯苏联规

划理论‘马首是瞻’”。

就梁思成和陈占祥等而言，他们作为

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，作为具有欧

美留学背景的国际知名的建筑和规划专

家，面对初来乍到的苏联专家，提出不同

意见，直抒个人见解，实不应当被视为思

想对立的行为。恰恰相反，他们的直言体

现了中国建筑家和规划师的专业责任感和

对祖国文化的担当。

由此我们可以理解，梁思成和陈占祥

于 1950 年 2 月提出的《梁陈建议》和他

们所主张的“梁陈方案”，其实并非一份

单纯的技术性文件，而是蕴含有相当复杂

的多重意蕴：除了保护北京老城历史文化

这一由《梁陈建议》文本所直接传导的思

想观念之外，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

苏联城市规划理论及苏联专家建议的质

疑，作为《梁陈建议》附件之一提交给毛

泽东主席的评论文章《对于巴兰尼克夫先

生所建议的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几个问

题》更是这一质疑的直接表现。进一步解

读，《梁陈建议》所承载的对苏联城市规

划理论及苏联专家建议的质疑，背后的真

正意图则是对当时首都各类行政机关在老

城见缝插针安营扎寨以及政府方面无力扭

转这一局面的无奈。正因如此，“梁陈方案”

是梁思成和陈占祥以规划专业技术的方式

所表达的自身对于应对和解决这一问题的

明确思路与主张。除此之外，由于 1949

年 5 月 22 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成

立大会上曾正式授权梁思成团队开展西郊

新市区规划，按照制度，梁思成也应对此

工作的结果有所交代。1950 年 2 月提出

的《梁陈建议》就是出于这个目的，此乃“梁

陈方案”的另外一层意蕴。

（本文初稿完成后，承蒙赖德霖先生

大力指导并详细校改，谨致特别感谢！）

附件：1949 年 5 月 8 日北平市都市

计划座谈会上梁思成首次发言内容

（会议记录）

梁 [ 思成 ] ：刚才听华老先生讲，很佩

服，有几点很同意，大兴土木可以刺激生

产，这点很同意，但有几点值得讨论。

①交通问题 ：应如何减至最少，是人

力、物力的节省，千万不要弄到伦敦那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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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人是汽车运输工人，这

个人来运输其余六个人以及这六个人的生

产消费物资，所以交通可以繁荣工业，但

不可浪费，大兴土木也是一样，不宜浪费，

所以应该先有计划。

②关于北平城墙 ：我以为需要保留它

（固然在文物观点是应保留的）现在内城高

3 丈，原 2.5 丈，除五、六尺城砖外，内为

灰土。明成化嘉靖建城至今五六百年，积

压结果，恐非炸药不可，拆下来的几万吨

废物，处置也成问题，而且拆下来的城砖，

未必比新砖便宜。我以为城上可以改作公

园栽花池等，城楼可作展览，民众教育馆，

茶馆等。城下可作绿地改善附近居民环境。

③关于新市区问题 ：清华建筑系曾费

多时讨论，我们研讨得一结论 ：

I．首先讨论性质。日本人是为移民而

设，至日本投降粗具规模。我以为将来性

质应为行政中心，联合政府所在地，或最

少是市政府所在地，否则将毫无价值 ；因

若单作商业，将无人去。以行政区为中心，

附带住宅区及小商业区。

II．原计划的缺点 ：

A. 交通 ：

a. 街道系统极不适合现代之用。因为

街道不分商业或是住宅区，没有把车流的

性质分出来——因一二十年至晚五十年后，

人力车将为工厂吸收去，代之者为汽车。

b. 交叉路口太多。每一百余米一个路

口，是 1800 年美国式办法。每一百余米

一红绿灯，汽车行车不便。

c. 路的总面积占 44%。现欧美普通占

33%，仍嫌多。无端将道路面积加大，浪

费土地，增加铺路费，上下水电等都浪费，

增加居民负担。

d. 铁路通过市区，把市区划为两半，

有碍市区的完整性。铁路两旁既不适于居

住，也不适于商业。

B. 土地使用分配不当，无显明的地域

分区 ：

a. 按照日本人计划，凡面临马路之处

一律为店铺，住宅被包围在内。

b. 各种公共建筑物既缺乏，分配又不

得当。如公会堂，图书馆等都偏在最北边。

c. 空地面积太少。刚才华老先生讲理

想 9/10，他赞成建筑面积占 1/5，但近来

建筑面积多选定 1/10。应分布在市区里边，

不能在市区外，因在市区边缘等于没有。

d. 每坊（Block）的面积太小，因而

增加一切公用设备分担，应向一九三三年

柏林西门子公司的 Zeilenban[ 板式住宅楼 ]

学习，把五六个坊合为一个坊。

e. 四面都有铁路环绕妨碍将来发展。

所以我们有一些建议 ：

①先确定西郊新市区的用途。

②原有计划差不多全无是处，应该全

部详细计划。

③应定为首都行政区。应先将行政区

划出，住宅区围绕行政区（定所有居民为

行政公务员）。分区的原则应该分为邻里

单位（或叫它一区一保也可以），每一个

邻里单位自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集团。每

一个邻里单位应该以一个小学校，一个幼

稚园，数个托儿所为中心，使儿童可以自

己上学回家不经过主要街道，邻里单位之

内，并应有邮局及供给本单位的菜市场和

日用品商店。在本区内应有几处集中的商

业区，可以供给几个邻里单位之用的本区

居民。若需要特别购买时，可往商业区购

买。普通日常生活所需可在自己的邻里单

位内购买。

④本区除维持本区内水电交通所需的

修理工业外，不应有任何其他工厂设立。

⑤每个邻里单位应有充分的小公园，

及儿童游戏场，供本单位成人和儿童游憩

之用。再用林荫道把这些小公园连接起来，

一直通到外围的麓作区或林园地带，成为

公园网。

⑥每一邻里单位，应有林荫大道隔离。

这种林荫大道，只供区内交通之用，不是

作市际交通用。

⑦因此，我们要将整个区四周用麓田

或公园包围。在此区内，除了麓家及市立

的公园游憩的建筑物外，不得造任何房屋。

东北面西面还应建立 100 公尺宽的树林，

以掩蔽西北来的风沙，并隔离平门铁路的

音响及煤烟。

⑧我们要建立一个合理的道路系统。

第一，凡由北平向西或向西南走的主要公

路，如上西山八大处，石景山门头沟的公

路或是往来丰台、良乡的公路，均不应穿

过本区。但应在南北两面各设一大道，以

取得交通上之便利，而避免穿过本市的嘈

杂、尘土臭味等。第二，区内的交通网应

以行政区为中心，在相当距离建造几条平

行的环形道路，以避免由区的一极端到另

一极端的车辆穿过市中心。这几条环形马

路之间，应该有中心放射出来的次要干路，

与环形路连画在环形路与次要干路之间的

地区，只设立地方性小道，摒除一切高速

度通过性的车流。

此外，在交通适当场所，应设立中学、

图书馆等。当视整个计划而定。

总结 ：①这种以邻里单位为基础的分

划，可以使邻里居民熟识，养成合作互助

的精神，提高群众的社会性，这是城市生

活中一个极重要因素。②这种将住宅区与

商业区明显的分划，可以使住宅区安静清

洁，取得居住上最高的效果。③这种公园

网可以使每一个居民在工作之余，得到正

当而健康的娱乐游息。④这种街道网可以

使性质不同的车流各有可循环的轨道，可

以免除车辆的拥挤、交通窒塞的毛病，可

以减少车祸，保障坐车人和行路人的安全。

一切的计划，我们得有统计的数目和

对于将来发展的推测，然后才能开始计划。

这一部分工作，不单是我们作体形计划的

人的工作，需要各方面供给我们资料，让

我们计划有所依据。当然，这是一个新的

市区，原来没有任何基础，所以对于将来

的计划，不必依赖现状调查，而纯粹由推

测的预计而设计的（至少推测五十年后的

发展情形）。所以，尽一方面来说，问题

很简单，而另一方面说起来，凭空推测也

是相当困难的事情。听曹局长说建设局有

研究室，可由研究室作资料工作。

附带说北平分区问题 ：

①现在北平无商业区。勉强说集中在

六处 ：东单、东四、西单、西四、前门、

后门，形式为带形，沿大道发展。缺点是

既为商业区，又是干道，优点在于能供应

胡同出来的居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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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现在市政府与中海的一部 [ 分 ] 为

行政区。

③外城南部天坛之东及东北，先农坛

之西及西北，为轻工业区，并用邻里单位

为原则，建立工人住宅区。

④北平以东至通州一带，为工业区（北

平不具备重工业条件），并应疏浚自二闸

至天津间之运河。

分析北平的交通，现在都在两个环上

流，一个是东西长安街东单东四，另一环

是东西长安街、府右街南北池子等。

再说城门交通问题 ：

①城门左右各开一洞，瓮城左右各开

一门，原有门洞不用，左右洞各为单行道。

②城门附近要拆除少数房屋，加宽马

路，在距城门相当距离以外，路中用草地

隔离，以分来回。

③铁路最好降至地面下，或降下一米，

把公路自远处提高坡度。（因为北平地下

水面高，可能不适于地下铁）

附带更主张顺城街应开为马路，城墙

改为公园。此外感到北平绿地公园虽不少，

但太不平均，此后空地当多设公园，每邻

里单位当设公园。此后如遇大旧房等拆除，

宜建绿地，对市民健康生活影响极大，并

影响生产工作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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